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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科技革命推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劳动力市场剧烈变动,越来越多行业的从业者感受到日益加剧的

AI 压力感。 如何引导员工在面对 AI 冲击时转化压力、激发创新,成为学术界与实践界关注的核心议题。 基于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探讨 AI 压力感如何通过不同类型的工作重塑策略,影响从业者的双元创新行为,即探索式

创新与利用式创新。 具体而言,研究构建 AI 压力感通过工作重塑促进双元创新的中介路径,并引入风险倾向作

为调节变量。 通过对传媒行业 330 名从业者及其主管的配对调研发现:对于风险倾向较高的从业者,AI 压力感

通过促进型工作重塑显著提升其探索式创新水平;对于风险倾向较低的从业者,AI 压力感通过预防型工作重塑

显著促进其利用式创新表现。 研究结果不仅拓展了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在 AI 技术变革背景下的适用范围,也为

理解 AI 压力情境下员工如何采用差异化策略实现双元创新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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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AI stress perception on practitioners’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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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bor market upheaval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has increasingly intensified AI stress
perception among professionals across various industries. Understanding how employees can better handle AI stress has
emerged as a pivotal research theme in both academic and business circle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positive outcomes of AI stress perception, offering a fresh perspective to the realm of AI stress research. Based on the
stress appraisal theory, it delves into how job crafting, in the face of AI stress perception, becomes a critical method for
practitioners to tackle challenges and foster innovative actions. Additionally, this research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tioners, exploring how their risk propensit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stress
perception and job crafting ( both promotion-oriented and prevention-oriented ) and subsequently influen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 stress perception and innovation behavior. A survey of 330 employees and their leaders in the
media industry indicated that practitioners’ risk propensity moderates the link between AI stress percep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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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behavior: those with higher risk propensity experience a more pronounced positive impact of AI stress

perception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through promotion-oriented job crafting, whereas those with lower risk propensity

exhibit a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through prevention-oriented job crafting.

Key words: AI stress perception; promotion-oriented job crafting; prevention-oriented job crafting; exploratory

innovation behavior;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behavior; risk propensity

　 　 工作的历史就是一部变革的历史。 近年来,
随着技术、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动,人工智能

(AI)的崛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重塑劳动

力市场和职业生态[1]。 AI 技术不仅在各类行业中

实现了自动化替代和智能化升级,导致收入下降、
员工流失以及企业裁员等现象,更使得从业者对

未来就业前景产生了更深层次的焦虑[2]。 例如,
随着 AI 技术在信息搜集、内容筛选、数据聚合等环

节的广泛应用[3],自动化工具以低成本替代人工,
传统岗位加速转型,使得许多职业面临被机器取

代的巨大冲击[4 - 5]。 在这种背景下,技术进步引

发的不确定感和压力感,正成为现代职场中一个

普遍的压力源[2,6]。
面对这一挑战,AI 压力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

注的焦点。 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其对工作满意

度、组织承诺以及离职倾向的消极影响[7 - 8]。 而

近期的几项研究揭示了其内在效应机制的多样性

和复杂性。 例如,Liang 等[7] 的研究指出,AI 压力

感可能在特定条件下通过激活内在动机来促进创

新尝试;He 等[9] 的研究表明,员工对压力的认知

评估差异会显著影响其服务绩效。 这些发现提示

我们,AI 压力感并非只有单一的负面效应,其影响

效应需要放在更复杂的认知背景下重新审视。 由

此引发的核心问题是:在感知 AI 压力时,员工如何

将这潜在不利情境转变为推动工作积极变革的动

力源泉?
为回应这一问题,本文引入压力认知评价理

论[10],探讨从业者如何通过主观认知评估,将 AI
压力感这一潜在消极情境转变为激发创新行为的

内在动力。 具体而言,当从业者在认知上倾向于

以积极可控的方式理解 AI 所引发的职业压力感

时,更有可能采取积极的自我调适行为,实现压力

的正向转换。 在此过程中,工作重塑被视为关键

的自我调节策略,指员工通过主动调整任务内容、

人际边界与认知方式,以提升工作适配性与价值

感,从而主动应对 AI 带来的压力。 考虑到个体特

质差异在认知评价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进一步引

入员工风险倾向这一稳定的人格特质变量[11 - 12],
探讨其调节机制。 高风险倾向个体可能将 AI 压力

感视为潜在机遇,更可能采取促进型工作重塑,并
激发探索式创新;低风险倾向个体可能将 AI 压力

感视为危险信号,从而更倾向于采取预防型工作

重塑,实现以稳定为导向的利用式创新。
综上,本文聚焦以下核心问题:从业者如何在

AI 压力感下将消极情境转化为创新动力? 在应对

AI 压力感的过程中,不同工作重塑策略如何发挥

作用? 风险倾向如何影响认知评估与行为选择?
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构建一个整合模型,探讨 AI
压力感通过两类工作重塑(促进型与预防型)对双

元创新行为(探索式与利用式)的作用路径,并引

入风险倾向作为调节变量,提出一个被调节的双

中介模型。 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第一,从挑战性

压力视角重新审视 AI 压力感的双重作用,回应了

对 AI 积极效应机制的研究呼吁[7];第二,区分促

进型与预防型工作重塑对不同类型创新行为的驱

动路径,揭开 AI 压力感影响创新行为的黑箱;第
三,引入风险倾向作为调节变量,扩展压力认知评

价理论在 AI 压力感背景下的个体差异研究;第四,
为企业与政府在 AI 技术变革时代制定人才激励与

管理策略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启示。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本文采用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揭示 AI 压力感对

从业者工作结果的影响机制。 该理论解释了个体

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价和应对过程。 压力源是指外

界环境对个体的要求,在本文的研究中,压力源是

指 AI 引起的行业变化[10,13]。 根据压力认知评价

理论,压力情境(如 AI 压力感)与个体反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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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环境与个体互动的产物。 这解释了为何同样的

压力在不同人中会引发不同的表现。 在面对压力

时,从业者在认知上会评估这种压力是威胁还是

挑战,这种初步的评估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处理

这种情况的资源[10]。 一旦从业者将压力环境评价

为有害或充满挑战,他们就会启动某些应对机制

来处理这一压力源,这一过程称为次级评估。 在

这个过程中,个体会思考如何应对压力,并评估自

己的应对能力。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提醒我们,并
非所有的压力情境必然导致负面结果:关键在于

个体的主观评价。 当员工拥有足够应对资源时,
他们可能将 AI 压力感视为一种“挑战”,从而激发

一系列主动应对行为,以在变化中寻求机遇[14]。
工作重塑正是员工面对挑战性压力时采取的

重要应对策略。 工作重塑指的是员工在既定工作

内容和环境中主动调整和优化任务、关系、技能以

及认知结构,以提高自身的工作适应性和绩效[15]。
Bindl 等[16]将工作重塑分为两种模式:促进型工作

重塑,员工为追求增长和收益而主动扩展任务、拓
宽关系网络或学习新技能;预防型工作重塑,员工

以规避损失和降低风险为目标,通过收缩任务范

围、专注于核心技能或稳固现有关系来调整工作

方式。 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为解释 AI 压力感如何促

使工作重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具体来说,
当员工将 AI 压力感解读为一种挑战时,他们更可

能认为这种外部压力伴随着潜在的机遇,从而积

极利用自身资源,通过促进型工作重塑来扩展工

作边界,进而激发探索式创新;反之,当员工将其

看作威胁时,可能采取预防型工作重塑,以稳固现

有优势,推动利用式创新[10]。
研究表明,尽管 AI 压力感普遍且难以消

除[17],在特定条件下,它反而能激发员工对创造性

活动的兴趣,并促使自主创新[18 - 19]。 这一现象可

通过工作重塑的中介机制加以解释:员工面对 AI
带来的压力时,通过调整任务、重构人际关系或改

变对工作的认知来优化资源,从而将负面压力转

化为推动变革与创新的内在动力,为双元创新行

为提供理论依据。 双元创新行为指员工在应对挑

战时同时或分阶段实现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

新。 探索式创新侧重于开发新方法、新产品或新

市场,特点是高风险和长回报;利用式创新则在现

有资源基础上实现渐进改进,以确保短期效益[19]。
当员工将 AI 压力感视为挑战,并积极通过工作重

塑调整工作方式时,他们既能激发探索式创新,开
辟新路径,也能通过优化现有流程实现利用式创

新。 由此,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为解释员工如何将

AI 压力感转化为双元创新的内在机制提供了坚实

的逻辑基础。
(二)AI 压力感与工作重塑的关系

关于 AI 压力感,我们将其定义为从业者因人

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而对职业稳定

性、技能价值以及工作角色持续性所产生的负面

预期和担忧[2,20]。 作为一种新兴的压力源[21],能
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个体采取主动的应对策略。 依

据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从业者在感受到 AI 带来的

职业压力时,为维持工作的可持续性会主动对工

作做出改变,向他人传递一种更积极的自我形象,
并力图在组织中保持自己的位置[14]。 这种个人力

求改变的需求是工作重塑的内在驱动力,工作重

塑被认为是从业者为了提升其在日益变化的工作

环境中的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策略。 工作重塑包

括两种不同的策略:促进型工作重塑和预防型工

作重塑[16]。 同一 AI 压力感在不同个体的认知评

价下,既能激发追求收益的主动行为,也能促使采

取规避损失的防御策略,这两种策略构成了员工

在面对技术变革时的“双向工作重塑”机制。
首先,当员工将 AI 压力感解读为挑战性压力

时,他们认为这一压力中蕴含着机遇,因此倾向于

采取促进型工作重塑。 促进型工作重塑主要表现

为主动扩展工作任务、拓宽人际关系和提升技能,
以追求个人成长和额外收益[16,22],促进型工作重

塑反映了员工在机遇面前追求个人成长和组织价

值最大化的动机,其核心在于主动扩展和资源获

取。 其次,当员工将 AI 压力感视为可能带来损失

的威胁性压力时,他们则倾向于采取预防型工作

重塑,通过收缩任务范围、巩固已有技能和关系,
来规避风险和降低不良后果,预防型工作重塑则

体现了员工在风险面前保护已有优势、规避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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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的策略。 这两种工作重塑策略本质上是对 AI
压力感的不同调适反应:一方面是通过积极获取

资源实现扩展,另一方面是通过保守稳定防控损

失。 因此,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AI 压力感在不

同认知评价的作用下,既可能激发员工走向成长

性的促进型工作重塑,也可能促使其采取风险防

御性的预防型重塑措施。 二者均是员工响应 AI 压
力感的主动调适方式,从不同角度转化压力为创

新动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从业者会采用

两种不同的重塑策略来应对工作情景的 AI 压力

感。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1a:AI 压力感与促进型工作重塑正

相关。
假设 H1b:AI 压力感与预防型工作重塑正

相关。
(三)从业者风险倾向的调节作用

促进型工作重塑与预防型工作重塑是从业者

在应对 AI 压力感所时采取的两种独立的策略,它
们各有不同的动机导向和不同的行为方式[16]。 目

前尚不清楚感受到 AI 压力感的从业者会在何种情

境下参与哪种类型的工作重塑行为。 人格心理学

研究表明,个性偏好、价值观念与成长背景等个体

的异质性特征,均会影响他们处理复杂决策问题

的判断能力[23]。 在诸多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中,
风险倾向比一般的人口统计因素更能预测个体的

行为偏好,并与决策过程更密切相关[23]。 这种对

风险的倾向被视为早期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个

人特质,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稳定,从而成为影响

个体行为的关键因素,决定了广泛的决策行为,如
投资决策等[12]。 总的来说,风险倾向作为一种非

理性的主观意识,影响个体决策,不同的从业者在

风险偏好上的差异,会对其职业行为产生显著

影响。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个体对风险的固有

倾向会通过影响其对压力情境的初级评估(威胁

vs. 挑战)和次级评估(应对资源匹配度),进而塑

造差异化的工作重塑策略[10,24]。 风险倾向作为稳

定的人格特质,反映了个体在不确定情境中对“收
益追求”与“损失规避”的核心偏好[23],这种偏好

直接作用于从业者对 AI 压力感的认知转化过程。
具体而言,高风险倾向的从业者更倾向于将 AI 压
力感视为挑战性压力源,其核心特征是对潜在收

益的高敏感度和对风险的低规避性。 这类个体在

初级评估中更关注 AI 技术带来的创新机会,因此

在次级评估中会主动激活促进导向的重塑策略,
如通过扩大工作边界、探索新关系网络和发展前

沿技能,将压力转化为提升个人竞争力的机遇[16]。
相反,低风险倾向的从业者更倾向于将 AI 压力感

视为威胁性压力源,其核心特征是对风险的高规

避性[23],这类个体在初级评估中更关注 AI 技术带

来的潜在负面后果,如技能淘汰、岗位替代,因此

在次级评估中会采取预防导向的重塑策略,如通

过收缩工作范围、聚焦核心任务和强化现有优势

技能,最大限度地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22]。
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2a:从业者风险倾向调节 AI 压力感与

促进型工作重塑的关系,当风险倾向较高时(而非

低时),AI 压力感与促进型工作重塑之间的关系更

为积极。
假设 H2b:从业者风险倾向调节 AI 压力感与

预防型工作重塑的关系,当风险倾向较低时(而非

高时),AI 压力感与预防型工作重塑之间的关系更

为积极。
(四)工作重塑与双元创新的关系

基于前文推论,AI 压力感促使从业者普遍采

取工作重塑策略。 然而,从业者选择何种具体的

工作重塑路径,受到其风险倾向的显著影响。 进

一步地,不同类型的工作重塑将通过不同机制对

个体的关键工作成果产生差异化影响。 本文关注

的核心工作成果是双元创新行为,即探索式创新

与利用式创新的结合,这一行为对于组织的持续

适应与变革能力具有重要意义[25]。 工作重塑本质

上是一种提升工作契合度与职业控制感的自我调

节策略[16]。 在该过程中,从业者不仅强化了学习

与能力提升,也为创新活动提供了关键资源保障。
同时,工作重塑推动从业者在认知层面上重新理

解工作内容与角色边界,为不同类型的创新活动

铺垫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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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可区分为两类:探索式创新强调新颖性

与前瞻性,具有高不确定性与高风险特征;利用式

创新则侧重在既有经验基础上的改进与优化,注
重可行性与短期效益[19]。 工作重塑作为一种系统

性资源获取与风险管理策略,能够通过不同路径

激发双元创新。 具体而言,促进型工作重塑强调

资源拓展与机会主动获取。 从业者在这一过程中

更可能跨出本职角色,与包括 AI 专家在内的多领

域个体建立联系,尝试新技能并拓展任务边界。
这种行为不仅拓宽了信息来源与资源支持,也激

发了对未来机会的感知,从而促进更具创新性和

不确定性的探索式创新行为。 相对地,预防型工

作重塑则聚焦于资源保护与风险规避。 从业者倾

向于加强与熟悉且可靠同事的合作,优化现有工

作方式并专注于已有专业领域,以降低 AI 所带来

的压力。 这一策略提升了工作的稳定性与可控

性,有助于推动在现有经验基础上的利用式创

新[18]。 因此,促进型与预防型工作重塑分别引导

从业者采取不同形式的创新行为,实现双元创新

行为,进而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3a:促进型工作重塑与探索式创新正

相关。
假设H3b:预防型工作重塑与利用式创新正相关。
(五)被调节的中介

基于前文假设,本文进一步提出一个被调节

的中介模型,旨在揭示从 AI 压力感到双元创新行

为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 具体而

言,面对 AI 所带来的技术替代与能力边界扩展的

压力,从业者需对这一压力源进行认知评估。 这

一评估过程受其个体特质,即风险倾向的显著影

响。 当从业者具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时,更可

能将 AI 压力感视为挑战性压力,并采取积极的应

对方式,如实施促进型工作重塑。 这类重塑行为

通过扩展任务边界、主动寻求新型社交资源及学

习前沿技能,不仅帮助从业者重建对工作的掌控

感,也为其开展高风险、高新颖度的探索式创新提

供有力支撑。 相反,当从业者风险倾向较低时,往
往更倾向于将 AI 压力感视为抑制性压力,采取更

为保守的应对策略,表现为预防型工作重塑。 他

们更注重巩固既有任务的安全性与可控性,如通

过聚焦核心职责、强化熟练技能、维护稳定人脉来

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 这种重塑倾向为

利用式创新提供基础,即对已有资源与经验的整

合与优化。 因此,风险倾向不仅调节 AI 压力感与

工作重塑之间的关系,也调节了 AI 压力感通过工

作重塑影响不同类型创新行为的间接路径。 基于

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4a:从业者风险倾向调节了 AI 压力感

通过促进型工作重塑对探索式创新的间接影响,
当风险倾向越高时,这一正向的间接影响越显著。

假设 H4b:从业者风险倾向调节了 AI 压力感

通过预防型工作重塑对利用式创新的间接影响,
当风险倾向越低时,这一正向的间接影响越显著。

综上所述,本文的各变量关系模型见图 1。

图 1　 各变量的关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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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传媒行业是信息技术应用最为广泛和迅速的

领域之一,也是人工智能影响最为深刻的行业之

一[26]。 随着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传媒行业的内容

生产、传播路径与用户交互方式正发生深刻变革,
促使从业者在认知与行为层面产生显著反应。 在

这一技术冲击下,传媒从业者对 AI 压力感的感知

尤为强烈。 诸如智能写作、自动剪辑系统、算法推

荐机制等,正逐步取代传统的人工作业流程,令从

业者在职业安全、专业价值与岗位未来等方面感

受到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与不安[27]。 当 AI 带来

技术变革的情境下,从业者的风险倾向成为关键

的个体差异变量。 风险倾向较高的从业者更容易

将 AI 视为提升效率与拓展创意的工具,积极尝试

AI 生成内容的新模式,拥抱算法驱动的传播机制,
并主动重构人机协作流程,以谋求自我赋能与工

作再造[28]。 风险倾向较低的从业者则更倾向于聚

焦 AI 难以取代的领域,专注打磨深度报道、独家策

划等高复杂度内容,强调人工审核把关的重要性,
以维系其专业不可替代性。 这些差异性应对路

径,分别体现了从业者在面对 AI 带来的压力时所

采取的促进型与预防型工作重塑行为。 传媒行业

本身对创意内容与传播效率的双重要求,使得从

业者在调整工作行为时,不仅需要开展探索式创

新,如尝试 AI 驱动的内容生产与创意表达,也需进

行利用式创新,如优化既有内容分发与运营流程,
从而形成典型的双元创新模式。 因此,传媒行业

为探究 AI 压力感如何影响从业者的心理与行为提

供了一个高度契合且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情境。
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源自中国南方一家主营

媒体内容制作与传播的上市公司。 该公司作为综

合性传媒集团,业务覆盖新闻生产、内容分发、数
字营销、全媒体运营等传媒产业链核心环节,具有

较强的业务全景性与行业代表性。 同时,该公司

已系统性引入全套 AI 工具集,数字化转型水平与

AI 应用深度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能够真实反映传

媒企业在智能化变革中的技术应用现状。 此外,

该公司员工在岗位职能、工作流程与能力要求上,
所面临的 AI 替代压力与创新挑战,与传媒行业整

体趋势高度一致,能较为典型地呈现传媒从业者

在 AI 技术冲击下的实际工作情境。 为降低共同方

法偏差,本文运用多源数据收集策略[29],分别向媒

体从业者及其直属主管收集数据。 相关研究获得

了公司高层的支持,人力资源部经理提供了参与

调研的从业者及其主管名单。 本文分两阶段收集

数据,相隔两个月。 首轮(T1)通过发放密封问卷收集

从业者对自身 AI 压力感和风险倾向的自评,共回收

396 份问卷,370 份有效(有效率 93. 50%)。 两月后,
第二轮(T2)收集了从业者对促进型和预防型工作重

塑的自评,主管还评价了从业者的探索式和利用式创

新行为,共回收 352 份问卷,有效问卷 330 份(有效率

93. 75%)。 在有效样本中,男性占 63. 03%,女性占

36. 97%,年龄多集中在 25 ~45 岁,平均年龄为 31 岁。
就学历而言,高中及以下学历占 5. 45%,大专及本科

学历占 21. 51%,研究生学历占 63. 03%,博士及以上

学历占 10%。
(二)研究工具

本文研究中所使用的量表均选择 Likert-7 点

计分方式,1 到 7 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

意”,具体测量工具如下。
(1)AI 压力感:为了衡量人工智能(AI)压力

感,我们借鉴了 Goetz 等[20] 的技术压力感测量方

法,我们专注于人工智能技术,选择了他们问卷中

与压力感相关的两个问题来评估个人感受到的压

力程度,并增加了两个全面性评估题目,用以衡量

AI 可能带来的替代风险和不安感。 这 4 个题项包

括:“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我的工作

不断受到威胁”和“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我必须不断更新我的工作技能以避免被取

代”,以及“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我担

心将来我的工作可能被机器取代”和“由于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我担心将来我目前工作所

需的技能要求可能会发生变化”。 这些题项由从

业者评价,本文研究中该测量的一致性信度系数

为 0. 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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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重塑:采用 Bindl 等[16] 改进的量表来

测量,该量表区分为促进型与预防型两种工作重

塑方式。 促进型工作重塑由 16 个题项组成,重点

在于积极扩展工作范围, 如条目“在工作中我积极

承担更多任务”所示。 预防型工作重塑则包含 12
个题项,侧重于避免不利于工作的行为,如“在工

作中我尽量减少与我合不来的人互动”。 本文研

究中促进型工作重塑的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 937,
预防型工作重塑的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 926。

(3)双元创新:采用 Mom 等[19]使用的量表,包
括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分别 5 个题项,一共

10 个题项。 探索式创新的代表性条目,如“在工作

中,我倾向于寻找新产品、新服务或新市场等潜在

的相关机会”;利用式创新的代表性条目,如“在工

作中,我倾向于为现有(内部)客户提供现成的产

品或服务”。 本文研究中探索式创新的一致性信

度系数为 0. 896,利用式创新的一致性信度系数

为 0. 882。
(4)风险倾向:采用 Cable 等[30]开发的 6 题项

量表,代表性条目如“我非常小心谨慎,常常规避

风险”(反向计分)。 本文研究中该测量的一致性

信度系数为 0. 933。
(5)控制变量:本文的控制变量包含员工的性

别(1 =男性,2 =女性),年龄(岁),学历(1 = 高中

及以下,2 =大专及本科,3 = 研究生,4 = 博士及以

上)。 过去的研究指出,人口学统计特征会影响从

业者的认知方式与行为方式,因此本文选择这些

控制变量[12]。
(三)结果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Mplus 7. 4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

AI 压力感、从业者风险倾向、促进型工作重塑、预防型

工作重塑、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六者的区分效

度。 结果显示模型拟合良好(χ2 / df = 1. 48,df =
1 209,RMSEA =0. 038,CFI =0. 952,TLI = 0. 95),同时

假设的模型拟合度显著优于备选的五因素、四因

素、三因素、二因素、单因素模型。
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 1 描述了各变量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从表 1 可得,AI 压力感与促进型工作重塑( r =
0. 52,p < 0. 01)、预防型工作重塑( r = 0. 60,p <
0. 01)、利用式创新( r = 0. 67,p < 0. 01)均显著正

相关,与探索式创新行为( r = - 0. 19,p < 0. 05)显
著负相关。 此外,促进型工作重塑与探索式创新

行为( r = 0. 17,p < 0. 05)正相关;预防工作重塑与

利用式创新行为( r = 0. 23,p < 0. 01)正相关。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N =330)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性别 1. 47 0. 50 1 — — — — — — — — —
年龄 3. 64 1. 23 0. 01 1 — — — — — — — —

受教育程度 2. 78 0. 70 - 0. 11 - 0. 06 1 — — — — — — —
工作年限 2. 12 0. 91 0. 02 0. 10 - 0. 04 1 — — — — — —
AI 压力感 4. 84 0. 93 0. 17∗∗ - 0. 05 0. 02 - 0. 01 1 — — — — —
风险倾向 4. 16 1. 32 - 0. 13∗ 0. 03 - 0. 01 - 0. 01 - 0. 49∗∗ 1 — — — —

促进型工作重塑 5. 41 0. 51 0. 01 - 0. 10 0. 07 0. 00 0. 52∗∗ 0. 03 1 — — —
预防型工作重塑 5. 32 0. 95 0. 11∗ - 0. 10 0. 03 - 0. 02 0. 60∗∗ - 0. 65∗∗ 0. 09 1 — —
探索式创新行为 5. 27 0. 83 - 0. 02 0. 00 0. 02 - 0. 03 - 0. 19∗∗ 0. 38∗∗ 0. 17∗∗ - 0. 32∗∗ 1 —
利用式创新行为 5. 20 0. 73 0. 17∗∗ - 0. 09 0. 03 - 0. 03 0. 67∗∗ - 0. 63∗∗ 0. 23∗∗ 0. 66∗∗ - 0. 01 1

注:N = 330,∗∗ ∗p < 0. 001,∗∗ p < 0. 01,∗p < 0. 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三)假设检验结果

本文运用分层回归分析来检验调节效应,具体

的分析结果见表 2。 假设 H1 提出,AI 压力感将正

向影响促进型和预防型工作重塑。 分析结果正如

M1 显示,AI 压力感显著正向预测促进型工作重塑

(β =0. 53,p < 0. 01),从而支持了假设 H1a。 同样,
AI 压力感也显著正向预测预防型工作重塑(β =
0. 59,p < 0. 01),因此假设 H1b 也得到支持。

假设 H2 探讨从业者的 AI 压力感与工作重塑

之间的关系,如何受到从业者风险倾向的调节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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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分析结果见表 2 中的 M2:风险倾向与 AI 压力

感的交互作用显著。 具体而言,当风险倾向高时,
AI 压力感与促进型工作重塑的关系存在更显著的

调节效应(β = 0. 40,p < 0. 001)。 本文按照 Aiken
等[31]的相关建议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当从业者拥

有高风险倾向时,AI 压力感对其促进型工作重塑存

在显著的积极作用(1 SD, β = 0. 64,p < 0. 01),但当

从业者低风险倾向时,AI 压力感与促进型工作重塑

的关系为负相关( -1 SD, β = -0. 31,p = <0 . 01)。
因此,假设 H2a 得到支持。 同时,当从业者拥有低

风险倾向时,AI 压力感对其预防型工作重塑存在显

著的积极作用( - 1 SD,β = 0. 59,p < 0. 01),但当从

业者风险倾向高时,AI 压力感与预防型工作重塑

的关系降低 (1 SD,β = 0. 16,p < 0. 05),因此假设

H2b 得到支持。
假设 H3 预测工作重塑会积极预测探索式创

新行为与利用式创新行为。 正如表 2 中的 M3 显

示:积极型工作重塑对探索式创新行为的回归系

数显著(β = 0. 17,p < 0. 01),假设 H3a 得到支持;
预防型工作重塑对利用式创新行为的回归系数显

著(β = 0. 64,p < 0. 01),假设 H3b 得到支持。
表 2　 分层回归对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的检验

变量
促进型

工作重塑
预防型

工作重塑
探索式
创新

利用式
创新

M1 M2 M3 M4 M5 M6
控制变量

性别
0. 01

(0. 11)
0. 06

(0. 08)
0. 12

(0. 11)
- 0. 01
(0. 08)

- 0. 02
(0. 11)

0. 10
(0. 06)

年龄
- 0. 10
(0. 04)

- 0. 05
(0. 03)

- 0. 09
(0. 04)

- 0. 08
(0. 03)

0. 02
(0. 04)

- 0. 02
(0. 02)

受教育程度
0. 06

(0. 08)
0. 07

(0. 06)
0. 04

(0. 07)
- 0. 01
(0. 06)

0. 01
(0. 07)

0. 01
(0. 04)

工作年限
0. 01

(0. 06)
0. 01

(0. 04)
- 0. 01
(0. 06)

0. 01
(0. 04)

- 0. 003
(0. 06)

- 0. 01
(0. 03)

主效用

AI 压力感
0. 53∗∗

(0. 04)
0. 22∗∗

(0. 05)
0. 59∗∗

(0. 04)
0. 84∗∗

(0. 06)
— —

风险倾向 — 0. 33
(0. 02) — -0. 42

(0. 03) — —

促进型
工作重塑

— — — — 0. 17∗∗

(0. 09)
0. 22∗∗

(0. 07)
预防型

工作重塑
— — — — -0. 33∗∗

(0. 05)
0. 64∗∗

(0. 03)
调节效应

AI 压力感 ×
风险倾向

— 0. 40∗∗∗

(0. 03)
— -0. 31∗∗∗

(0. 05)
— —

R2 0. 28 0. 48 0. 37 0. 58 0. 03 0. 45
ΔR2 0. 27 0. 47 0. 35 0. 57 0. 01 0. 44

注:N = 330,表格内为非标准化系数。∗∗∗ p < 0. 001,∗∗ p < 0. 01,
∗p < 0. 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假设 H4 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

型:预测了从业者风险倾向调节了 AI 压力感通过工

作重塑对双元创新的间接影响。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

设H4a 与假设H4b,本文采用Hayes[32]推荐的方法,
运用 bootstrap 分析该间接效应。 研究采用mplus7. 4
软件,并进行了 5 000 次重复抽样,得出的结果展示

在表 3 中。 具体而言,AI 压力感到探索式创新行

为的间接效应是通过促进型工作重塑这一中介路

径实现的。 这种效应在风险倾向较高的员工中表

现为更加正向和显著。 然而,在风险倾向较低的

员工中,这种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此外,AI 压力感

到利用式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是通过预防型工作

重塑实现的,这种效应在风险倾向较低的员工中

更加正向显著。 因此,假设 H4 得到验证。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效应 标准误差
95%置信
区间下限

95%置信
区间上限

促进型
工作重塑

高值 0. 12 0. 05 0. 03 0. 25
低值 0. 01 0. 02 - 0. 02 0. 08
差值 0. 12 0. 05 0. 03 0. 22

预防型
工作重塑

高值 0. 08 0. 05 0. 04 0. 13
低值 0. 19 0. 08 0. 11 0. 28
差值 - 0. 12 0. 04 - 0. 17 - 0. 06

注:重复抽样 5 000。

四、结论与讨论

(一)理论意义

第一,本文将 AI 压力感视为一种挑战性的压

力源进行考察,开创性地扩展了对 AI 压力感积极

后果的理论探索,回应了 Liang 等[7]对“探究 AI 压
力感积极后果”的号召。 以往研究往往强调 AI 压
力感对员工造成的负面影响,本文则从压力认知

评估理论出发,探讨当从业者将 AI 压力感解读为

挑战时,如何激发其内在潜能,推动创新行为。 研

究结果表明,若从业者能够正视并应对这一压力,
不仅能够维护工作绩效,更可能激发更高层次的

创造力,从而挑战了“AI 压力必然带来负面后果”
的传统观念。 这一发现为理解在 AI 技术转型背景

下压力与工作积极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新的

理论视角,也为后续研究和实践创造了新的研究

方向。
第二,本文系统性地揭示了 AI 压力感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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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双元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填补了以往文献

中“机制黑箱”的空白[5] 。 具体来说,本文构建了

一个被调节中介模型,细致区分了促进型与预防

型工作重塑在传递 AI 压力感积极效应中的不同

作用。 通过整合不同工作重塑策略对探索式和

利用式创新行为的影响,本文不仅阐明了从压力

感到创新行为的内在联系,而且展示了在不同个

体风险倾向调节下这一传递机制的动态演化过

程。 这种基于双中介解释的模型,不仅提升了理

论解释的深度,也为企业管理实践中如何根据员

工风险特征制定有效激励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本文引入了从业者风险倾向这一人格

特质作为调节变量,首次系统考察了其在 AI 压力

感、工作重塑和双元创新之间的权变作用。 风险

倾向作为一种稳定的个体差异,长期受到学界关

注[23],但在 AI 时代背景下其如何影响员工应对新

兴技术带来的压力的策略选择尚未得到充分论

证。 本文发现,不同风险倾向的从业者在面对 AI
压力时采取截然不同的工作重塑策略,从而对探

索式和利用式创新产生不同影响。 这一创新性研

究不仅验证了风险倾向在此情境中的重要作用,
还丰富了压力认知评价理论的调节视角,扩展了

其在 AI 技术变革领域的应用范围。
(二)管理启示

首先,本文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 尽管完全免于 AI 压力感的工作环境几乎无法

实现,但适度的 AI 压力感和危机感反而可能激发

从业者的忧患意识,促进他们主动发展和自我提

升。 因此,管理者应采取多样化的策略来帮助从

业者合理应对 AI 压力感。 一方面,管理者可以赋

予从业者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为他们在应对 AI 压
力时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例如,通过调整工作重

塑策略,使从业者能够选择最适合自身需求和特

点的应对方式,从而在面临挑战时采取更加主动

的行为,推动个人与组织的双向成长[33]。 另一方

面,管理者需要认识到,个体差异可能导致从业者

在应对 AI 压力感时采取不同的行为策略。 因此,

管理者应平衡个体差异,更加细化地考虑策略设

计[34]。 管理者应根据从业者的风险倾向、创新导

向等个体特征,有意识地引导其采取适当的工作

重塑方式,以在特定的组织环境中实现预期的创

新成果。
其次,本文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应对策略

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方面,政府应高度关注

AI 技术对就业市场的潜在影响,尤其是低技能岗

位可能受到的冲击。 为此,政府需要出台相应的

就业安全政策,保障员工在技术变革过程中不至

于被淘汰,并为面临职位调整的从业者提供再就

业培训。 政府可以考虑推动制定 “再就业保障

法”,为受到 AI 影响的从业者提供再培训、职业转

换及就业服务,尤其是在 AI 技术冲击较大的行业

和岗位上[33]。 另一方面,政府应建立完善的 AI 伦

理与社会责任规范,确保 AI 技术的应用不仅推动

效率和创新,也能够符合社会伦理,保障从业者的

基本权益。 政府可以出台政策,通过政策手段引

导、规制技术活动,要求企业在应用 AI 技术时,遵
循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原则,避免技术应用过程中

可能引发的社会不公平现象或就业机会不均等问

题[35]。 此外,政府还应加强 AI 技术应用的监管,

确保其符合伦理标准,避免因技术进步带来不公

平的社会分配[36]。 通过上述政策的实施,政府不

仅能够有效缓解从业者的 AI 压力感,还能够为社

会创新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只有通过政策

支持和制度保障,才能确保 AI 技术的发展与社会

公平、经济繁荣相辅相成。
(三)研究局限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本文

虽然采用了多源数据的收集方式,并利用主管评

价来衡量结果变量以降低共同方法偏差,但中介

变量(促进型工作重塑和预防型工作重塑)与结果

变量(探索式创新行为与利用式创新行为)均在同

一时间点收集,无法充分捕捉个体在面对 AI 压力

感时的动态变化过程。 这种横断面设计限制了对

因果关系及长期效应的深入探讨。 未来研究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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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阶段纵向设计,动态跟踪从业者在不同时间

段内 AI 压力感、工作重塑行为及创新行为的演变

过程,以检验变量间关系的稳定性和因果机制,从
而提升研究结果的解释力与普适性。 此外,尽管

利用主管评价降低了自评带来的偏差,但依然存

在信息来源受限、样本代表性不足等问题。 建议

未来研究在扩大样本覆盖面的同时,采用多渠道

多角色的数据收集方法,如结合自评、同事互评和

客户反馈,进一步验证研究模型的稳健性和广泛

适用性。
其次,本文研究检验了从业者风险倾向在 AI 压

力感、工作重塑与双元创新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但调节因素不应局限于风险倾向。 例如,Kilduff
等[23]的研究指出,个体资源水平也可能显著预测其

采取的工作重塑策略和应对行为。 一方面,未来的

研究可以从个体差异视角引入从业者的个人资源、
情绪调节能力、职业自我效能等变量,探究这些内

在特质如何调节个体对 AI 压力感的认知评估及其

随后采取的工作重塑策略。 另一方面可以考虑跨

层次调节效应的存在,如组织氛围、技术支持、领
导风格等在 AI 压力感、工作重塑及创新行为关系

中的调节作用。 通过引入跨层次的调节机制,未
来研究能够更好地解释组织环境如何影响个体应

对策略的选择及其创新成果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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